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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工作开始于 1910 年劫余遗书入馆之后，近一百年来，

本馆许多同仁都为之奉献了青春。我在《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合订本前言上曾经谈到本馆敦

煌文献的收集整理具备了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敦煌遗书入藏的 1910 年正是京师图书馆刚成立

不久，对其整理和研究贯穿整个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二、敦煌遗书在入藏前后颠沛流离的经历

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三、由于敦煌遗书的入藏，本馆内外集聚了许多大师级人物，他

们爬梳整理，钩沉搜佚，贡献了许多不朽的学术著作。通过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建立起来的图

书馆与学界的密切交往，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以至有些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

脉络的学者要专门对国家图书馆馆史进行研究，而敦煌遗书整理研究专题正是其锲合点。 

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保护修复一开始并不象整理研究那样为人所瞩目，这主要是

因为敦煌遗书在民国战乱中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秘密封存的状态，在 1950 年运回北京后也长期

保存在几十个战备木箱中，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和修复。1990 年前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

遗书》的出版项目上马，大规模的整修和保护工作才从此拉开了序幕。如今，敦煌遗书的修复

保护已经走过了悠悠 15 个岁月。这 15 年的保护修复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修复

原则的确定和大规模修复工作的开展；二、出版、数字化和保存环境改善；三、由经验向科学

的过渡——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实施。 

 

一、修复原则的确定和大规模修复工作的开展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家图书馆的修复人员开始进行敦煌遗书修复的探索，这个探索是由文

献学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修复人员共同进行的。经过多次修复试验，确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修复

原则和方法，并由方广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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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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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冀淑英在整修敦煌遗书时最早提出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

原则，要求在整治敦煌遗书时突出重点，抢救那些影响遗书寿命的、必须修整的地方，对破损

不严重的地方尽量不动，以保持古籍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受损失。这一原则也符合古人所

谓“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告诫，避免因修手不佳造成新的损失。 

2．整旧如旧：“整旧如旧”的方式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中就有过表述。赵万

里在五十年代初修复《赵城金藏》时建议采用这种方法，他说：“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

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决

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
3
《赵城金藏》的修复体现了这个可贵的原则，不再采用字画装裱的

方法，而是通卷粘补一层褙纸，利用原来的轴杆卷起来，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因为

《赵城金藏》在战争年代的转运过程中受到损坏，三分之二的卷子严重发霉变质，粘补一层褙

纸的办法是可行的，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但《赵城金藏》的修复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说

更换弯曲的轴杆、更换褙纸和裁减天头地脚的办法都还是沿用传统的修复技法，对原始文献有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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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在修复敦煌遗书时提出了不进行整卷托裱的方法，只是在必须要抢救的地方

进行修补，补纸轻微搭在卷子破损的地方，以起到保护的作用。虽然不必通卷托裱，但仍然在

没有轴杆的卷子上加了新轴，以保证敦煌遗书不会受到自身重力的影响发生断裂损坏；同时用

乾隆高丽纸衬底，将卷子虚卷起来，最大限度地保护敦煌遗书。这种方法是“整旧如旧”原则

的最好体现，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敦煌遗书的原貌，同时又对影响遗书寿命的地方进行了抢救。

修复人员在修复实践中还认识到，所谓“整旧如旧”不能片面理解为一定要恢复到某年代的原

始面貌，在一定意义上，最好是保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状态不再改变。因为敦煌遗书原卷上一

切信息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即使后人的加工让原卷发生了变化也要尽可能地保留，因为这有



可能为我们进行其他的研究提供借鉴。胡玉清对国家图书馆藏潜 9 号敦煌遗书的处理就反映了

对这一修复原则的灵活运用（见图）。 

在这个敦煌遗书上，有些断裂破损处

被古人用细麻绳做了连接。糟朽的麻

绳根本起不到保护原卷的作用，反而

会影响原卷保存的寿命。但麻绳连接

破损的现象是古人修补遗书留存下

来的，是历史信息，所以修复人员在

处理原卷时既保存了麻绳连接遗书

的原貌，又用补纸修复了断裂破损之

处。修复人员还发现人们在拉开遗书

时，手要用力把住或剥开卷端，即使

是用力很小，也会使残破的卷端造成

新的断裂和破损，所以利用加长的补纸做了一个完整的卷端，使遗书在利用时舒卷自如，又不

影响原卷的原始面貌，这些处理方法都真正理解了“整旧如旧”的原则。大英图书馆收藏的 S.6349

唐咸通写本《周易三备》在修复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比如对待遗书背面前人修补时粘

贴的横七竖八的纸条要尽可能地保存下来，有些压住了文字的纸条可以在修复时轻揭下来进行

拍照和录文，在把纸条粘回去，对于破损的卷断可以用接纸的办法使其不会继续损坏。特别要

注意的是，《周易三备》中的《中备》与《下备》两部分是不同时期抄写的，存在着错乱，反映

了写本时代书籍传播不固定的特点，而且还保存了今天被有些学者称为“旋风装”的独一无二

的装帧形式，为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佐证。如果人为地调整前后内容，或改变原

有的装帧形式，可能就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研究范例。 

3．可逆修复：中国传统修复方法很多都没有考虑到可逆性，比如目前国家图书馆保存的 1675

部宋元善本，大部分都由后人做了改装，由蝴蝶装和包背装变成了线装，有些还被裁去了天头

地脚，使我们失去了研究古代书籍独特装帧形式的可能。民国间流落到民间的一些敦煌遗书采

用字画装裱的办法，虽然美观，但遗书用加矾的浆糊与硬度很大的褙纸裱在一起增加了原卷的

酸性和断裂折损的可能，也使学者们无法了解原卷纸背的信息。近几年，李济宁和杜伟生对各

时代敦煌遗书用纸的厚度进行测量，发现从 5 世纪到 8 世纪，中国古纸越造越薄，韧度越来越

强，体现出造纸技术的发展特点。敦煌遗书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系统的中国古纸，对造纸

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所以保持敦煌遗书原貌非常重要。即使是在必须抢救的地方进行修补，

也要做到可逆，避免使用通卷托裱的方法。西方曾经在修复时使用过化学胶水，或用加膜加网

等不可逆的方法进行修复，自己称为“善意的破坏”。近年来，纳米渡膜技术在纸质文献的修复

上得到应用，它的原理是用纳米级纤维填补纸中的细孔，以达到增加纸张强度的作用，但也由

此改变了纸张的性质，是一种不可逆的修复。虽然这种修复方式能否应用于近现代文献修复尚

在研究中，但绝对不可以用来处理像敦煌遗书这样的珍贵文献。另外，修补在细节上也要特别

注意，使用的补纸在颜色上要和原纸区别开来，以不干扰后人的研究。 

从 90 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已经修复完成了 5000 米敦煌遗书，占全部遗书的将近一半，

在处理细节的技术方法上不断进步，没有出现破坏性的修复，这是值得庆幸的，是一个很大的

功绩。在操作管理上，善本部进行了严格的要求，在试验技术未达到满意的状态下不冒险进行

修复，不作破坏纸张和装帧形式的修复，重视在修复前对纸张性能和成分进行必要的检测，重

视由修复人员和研究人员集体制订修复方案，避免造成大的损失。国家图书馆很重视学界和修

复界共同对敦煌遗书修复进行的探讨。2001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中国善本特藏保存保

护学术研讨会”，各国人士针对敦煌遗书修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有的学者提

到过去用加网加膜方法进行的敦煌遗书修复早已摒弃不用了。但各国的修复从修复方法和用料

上还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对原卷（即使是严重毁坏的原卷）完全不动的原则，

走上了另一个极端。2003 年，在“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数字化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同



仁在敦煌遗书修复的原则、方法和材料选择的讨论上出现高度的一致，采用中国传统手工纸也

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国家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注重引导民众参与敦煌遗书的修复事业。从 2003 年 4 月起，国家图

书馆每年推出一批破损严重的敦煌文献，开展“全民参与，共护国宝”的活动，征求民众的捐

款。捐款数只占修复款的很少一部分，但这个活动拉近了普通民众与国宝之间的距离，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拿出的敦煌遗书都在很短的时间被认捐一空。善本特藏部在完成修复后会

专门举办一个修复展览，并向认捐者颁发证书。 

 

二、出版、数字化和保存环境的改善 

在修复敦煌遗书的同时，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加紧进行敦煌遗书的影印出版工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任继愈、方广锠就组织善本部敦煌遗书整理的骨干力量进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敦煌遗书》的编纂工作。编纂工作有定名、编目、撰写叙录、提要和定稿等诸多工作。由于敦

煌遗书数量庞大，这个工作持续了 15 年之久，在此过程中因为经费和人员短缺数度停顿。目前，

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全部敦煌遗书的定名、编目工作，还完成了近 2000 万字的提要撰写工作，

目前正在进行拍摄和最终校对定稿，预计 2007 年最终完成全部馆藏敦煌遗书的出版工作。 

2001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正式达成了合作开展国际敦煌项目的协议，应当说，

这个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项目采取了非常完满的方式解决各自所藏文献的权利，是一个国际合作

的范例。国际敦煌项目所倡导的“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 的宗旨立意

高远，它以敦煌遗书数字化揭示（包括研究文献的揭示）为手段，兼顾了对敦煌遗书修复和保

护环境的改善，以达到敦煌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它第一次实现了世界范围内敦煌界的图书馆

员、修复人员和学者集合在一面旗帜下，有计划地进行业务和学术交流，令人振奋。IDP把促进

敦煌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作为归宿，也是各国同仁的共同目标。IDP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由魏泓博

士直接领导，已经在数字化、保护、出版、展览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令人赞叹。这个项目

2002 年开通中文网站后，目前已经上网书目数据 10773 条，写卷 600 余件，图像 6300 多拍，学

者档案信息 400 余条，编辑 4 期敦煌学通讯。近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制作了敦煌文献研究索引

近 4 万条。中文IDP网站除向读者提供原卷影像外，是一个包括敦煌遗书联合目录、论文论著索

引、学者库和学者动态的综合网站，它不但可以有效整合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的研究整理

成果，而且可以带动该机构成为中国敦煌学的信息中心。在IDP工作开始之初，大英图书馆的秦

思源（COLIN CHINNERY）即在编目软件上设计了一个修复档案窗口，以促进敦煌遗书在拍摄前

的修复和保护，这种对敦煌遗书严谨负责的精神值得高度赞许。后来高奕睿（IMMRE）编制了一

个敦煌字库软件，可以对敦煌遗书电子文本的字进行拆分和归类，这种研究已经是在敦煌遗书

数字化基础上进行了，这是IDP项目所产生的成果。高奕睿、林世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

煌项目的创立与前景》一文中提到“以国际敦煌学项目为契机，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敦煌吐鲁

番学研究数据信息中心，提高国家图书馆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国家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支持

国际敦煌学项目的发展，使两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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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思想非常可行，这个设想把除原文

数字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数据库”结构分为中国各机构所藏敦煌文献联合目录、研究论

著目录、敦煌吐鲁番学者档案数据库和敦煌文字数据库等几个部分勾勒了敦煌遗书数据体系的

面貌，可以作为敦煌资料数字化今后发展方向的参考。“目前国际敦煌项目在网络上展示的敦煌

原卷图像是彩色的，与原卷一样逼真，项目使用了专门设计的 4D数据库，用精密的PHASE1 数码

扫描设备将敦煌写卷制成高清晰图像。图像放大后，可以观察到用普通放大镜不易观察到的字

的细部、墨的层次、纸张的纤维等，这些都是出版品所不具备的。学者拥有这两方面的便利条

件，使得查阅敦煌文献既不必再受舟车劳顿之苦，也无需接触珍贵又容易损坏的原卷，解决了

保护与研究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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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保护还体现在保存环境的改善上。2002 年，财政部直接下达了

350 万元专款用于敦煌遗书新库房的建设，这项工程到 2004 年完工，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在此

之前，敦煌遗书被保存在几十个木箱中，这些木箱还都是 30 年代敦煌遗书转移到上海时所用，



放置十分拥挤，不便于利用。新库房完全改变了这一面貌，144 个楠木书柜，每个楠木柜可以放

置 120 个尺寸一致的楠木卷盒。卷盒采用中国传统的燕尾暗榫，底板采用樟木，以起到防虫作

用。卷盒中设计了木轴和木凹槽，以便对修复后的敦煌遗书妥善保存。因为卷盒的空间很大，

不用的包袱纸、线绳、标签等可以放置在底部，起到了原盒保存过去档案的作用。对于特别大

的卷子又制作了特制的卷盒进行保存，残片则用纸册来保存。新库房建成后，敦煌遗书在恒温

恒湿、避光防虫的环境中保存，起到了最佳的保护效果。 

 

三、由经验向科学的过渡——“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实施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和修复正在经历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阶段。经验修复一直是古籍

修复工作的主流，使多年总结出来的古老修复传统得以传播和延续。传统修复采用“师带徒”

的方式，很便于在修复实践中传授修复技艺，对于学习者提高自身水平很有帮助。 

但我们也看到，目前在中国，古籍保护远远落后于档案保护和文物保护，中国尚未建立文

献修复和保护的国家中心，也没有设备先进的文献修复车间，这对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国

来说的确是很不相宜的。据统计，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不足 100 人，难以完成庞大的古籍

修复工作。古籍修复人才还存在着综合素质低（全部都是大专以下文化水平）、职称低（几乎没

有高级职称）、员工年龄大（40 岁以下不足 1/6）等情况。有些古籍修复人才虽然技艺高，但文

化水平低，难以总结经验，对与古籍修复相关的文献学，以及生物、物理、化学等知识也了解

甚少，限制了进一步发展。国内教育系统目前没有开设古籍修复课程和专业，修复行业还基本

停留在手工和经验传授的阶段，没有把古籍修复和保护从传统技艺上升到理论和科学的层面。

修复界对文献对象的认识还不透彻，许多保护理念和方法还不科学。在这方面，英国国家图书

馆早就编纂了《英国国家图书馆保护科学丛书》三卷，第一卷《敦煌和吐鲁番：中亚古文献的

内容及其保护》对古代文献的脱酸处理以防止揭下衬纸时颜色退化、纸质写卷保护中醋酸纤维

素的影响、对敦煌写本中黄色颜料进行化学分析的新技术进行探讨；第二卷《小檗碱和黄檗：

古代的著色剂和染料》则详细研究了与保护有关的小檗碱的化学成份，记录了它的光谱特性和

色谱离析，尤其着重考察染料和被染物中的小檗碱。第三卷《敦煌伪卷》通过分析书法、文字

的使用、染料和纸张纤维的化学测定等方法来判别伪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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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成果都借助先进设备和科学

方法对敦煌遗书的修复和保护进行研究，非常值得借鉴。而中国拥有这样大量而系统的古纸，

对纸张的认识，对古代保护文献方法的认识还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难以进行科学的检测和研

究，这是很不应该的。 

为从根本上解决古籍保护和修复行业面临的人才短缺、设备陈旧、方法落后、大量古籍难

以得到保护修复的状况，文化部计划开展“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这个项目的第一期计划在

10 到 15 年内完成以下工作任务： 

1． 制订古籍保护和修复的相关标准规范； 

2． 开展全国古籍文献数量暨保存保护状况普查和定级工作，摸清家底； 

3． 修复一批珍贵古籍善本、金石拓本、舆地图、少数民族古籍、名家手稿等文献并制作

装具； 

4． 在国家图书馆建设“古籍特藏修复保护国家中心”； 

5． 开展联合办学，分层次培养古籍修复保护人才； 

6． 在重点古籍书库安装温湿度监测设备，进行定期检测；并对有害气体进行定期检测； 

7． 评选“国家珍贵古籍特藏书库”，以国家资金带动地方资金，加快国家图书馆和全国珍

贵古籍特藏书库的建设； 

8． 对濒危珍贵文献进行数字化或抢救性出版。 

“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几个部分是相辅相成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古籍保护

和修复目前的薄弱和落后状况。其中制订古籍保护和修复的标准规范是一切保护工作的基础（目

前拟订的标准主要有《古籍特藏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古籍特藏书库典藏标

准》、《古籍特藏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古籍特藏普查工作规范》、《古籍特藏修复人员任



职资格》等。这些标准的制订将对中国古籍保护和修复行业起到规范作用，对敦煌遗书保护和

修复工作也将起到有益的作用）；人才培养是进行保护工作的保障；普查、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

可以使我们对于要保护的文献现存状况和如何开展保护工作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有的放矢地开

展工作。而一切工作都必须归结到切实的修复工作和保护环境的改善上来，通过扎实的工作挽

救古代文明的成果。 

对濒危珍贵文献进行数字化或抢救性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敦煌遗

书经过历史岁月的磨难大都已经残破，有些出现了断裂的危险情形，这种断裂即使只是一个字

的丢失，也会有巨大影响。比如S6349 唐咸通写本《周易三备》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在 1994 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的图版上，第二纸正面的《中备》“需”、“比”两卦和

背面的“谦”卦都是残缺不全的。但在本馆所藏 40 年代王重民先生所摄的大英图书馆敦煌遗书

照片中，上面三卦的地方虽然可以看出纸张即将断裂的痕迹，还基本还是完整的，比现在看到

的图版多出半个手掌大小的一张纸，正背两面多出 65 字，其中就有伪托孔子弟子子夏所述的筮

辞。荣新江教授在《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一文中也曾提到德国的吐鲁

番文书残卷赖王重民先生拍摄得以保存原始面貌的情况，他说：“笔者赴德前，曾详细调查收集

前人有关柏林吐鲁番汉文文献的研究成果，有幸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些王重民先生于二战前从

德国摄回的照片，计 21 张（除去重复），……周祖谟《唐五代韵书辑存》曾发表了其中的韵书

资料。这些旧照片只有考古学编号，长时间没人注意。这次在柏林，笔者查出了大部分照片的

新编号，重新确认了这些照片的价值。有些照片所摄的残卷，现已不知所在；还有 3 张照片所

示的卷子，比原卷多少不等地长出了一截，如Ch/U.6782d《一切经音义》写本，现仅存 6 行文

字的上半，但照片不仅有其下半，还有前后 48 行文字，现已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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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古纸即将断裂的状况

在敦煌遗书中当不少见，在后人翻看、研究的时候更不断会发生散落的情况，说明了敦煌遗书

亟待抢救修复的紧迫性；从 40 年代王重民、向达先生在法国所作的拍摄工作，我们在今天才有

幸看到许多虽然被图书馆收藏，但在阅览中不断残破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原始面貌，也说明了

现在尽快进行数字化或出版工作、保存原卷影像是多么必要。 

李致忠先生曾经把古代文化典籍的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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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原

生性保护”就是以长久保存文化典籍的原生形态为主要目的的保护，包括保存环境的改善、装

具的制作和破损典籍的修复。“再生性保护”是以整理、研究、出版、数字化等方式的保护，是

以传播作为保护的方式。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勾画了一个大保护的轮廓，把保护的科学理

念和技术方法纳入其中，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典籍保护开阔了思维空间，这也是“中华古籍特藏

保护计划”的指导原则。 

敦煌遗书的修复和保护是“中国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受益者，和国际敦煌项目构成了“双

保险”，是所有立志保护古代典籍同仁的好消息，我们有理由为珍贵文献光明的未来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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